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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本文基

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匹配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

用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产品进口显著促进了企业产能利

用率的提高,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创新以及缩短技术距离提高企

业产能利用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产品进口对非国有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

行业提高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中间品进口对提

高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数字资本品进口。随着技术距离扩大,数
字资本品进口与数字中间品进口对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下

降后上升的趋势。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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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的增长速度上,更体现在

经济的提质增效上。党的十九大报告便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而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范林凯等,2019),
为有效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央政府一直为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做出努力。2013年国

务院印发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指出化解产能过剩对我国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以及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2015年中央政府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战略部署,并将去产能列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首。在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战略

部署下,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提升效果显著,如图1所示,2017年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

77%,然而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地区与部门的产能过剩风险又在不断加剧,2020年工业产

能利用率达到近五年最低,虽在2021年有所回暖,但总体却呈现下降趋势。在此背景下,
有必要探究化解产能过剩、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途径,进而有效防范产能过剩给经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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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全球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

术也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搭载数字技术的数字产品进口贸易的

影响不容忽视。UNCTAD数据库显示,2021年中国数字产品中仅ICT产品进口额就高

达6360亿美元,并呈现出逐年攀升的趋势。因此,解答“搭载数字技术的数字产品进口能否

成为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动力源泉”这一问题对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

图1 2015—2022年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学术界较早就开始了关于产能过剩问题的研究,相关研究聚焦于产能过剩的成因与

治理等方面。已有研究认为投资的“潮涌现象”(林毅夫等,2010)、不确定的市场需求

(Murphy,2017)、政治锦标赛晋升机制下地方政府竞争性补贴(江飞涛等,2012)以及主导

产业的雷同(包群等,2017)是导致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进出口贸易与开放政策是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因素。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张

皓(2018)发现企业出口贸易能够有效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毛其淋

和杨琦(2022)发现出口贸易方式的转变能够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加出口以及提高管理效

率来有效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同时,出口多元化能够通过从供给侧方面提高生产率、需
求侧方面增加出口有效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毛其淋和钟一鸣,2023)。此外,有学

者从进口视角进行研究发现,最终品进口与中间品进口都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

的提高,但相较于最终品进口,中间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张先

锋等,2019;毛其淋和钟一鸣,2022)。付建栋和刘军(2023)基于进口产品结构视角对产能

利用率展开研究,发现资本品与中间品进口均能提高产能利用率,但消费品份额的提高却

对产能利用率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在开放政策方面,毛其淋和王澍(2022)考察了外资

并购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发现外资并购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动态效应结果表明,外资并购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表现出“倒U型”的动态变化

特征。杨光和孙浦阳(2017)、毛其淋和谢汇丰(2023)分别从外资自由化与服务业开放对

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视角进行考察,发现服务业开放与外资自由化均能有效促进企业

产能利用率的提高。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支文献是关于数字产品进口的相关研究,其主要聚焦于研究数字

产品进口产生的影响。例如刘佳琪和孙浦阳(2021)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能够发挥技术

溢出效应,促进企业创新。也有学者发现数字产品进口虽然通过中间品投入效应促进产

业链下游企业创新,但是降低市场规模也会对上游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霍启欣

和方慧,2024)。此外,数字产品进口对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发挥重要作用(邵朝对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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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2023)。许多研究也发现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出口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产品

进口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于欢等,2022a)、企业出口韧性(姚树洁和孙振亚,2023)、企业

出口技术复杂度(于欢等,2022b)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通过梳理以上文献,我们发现学者对产能过剩的成因以及影响产能利用率的因素进

行了深入的剖析。在与本文密切联系的文献中,学者从进出口贸易以及开放政策两个视

角开展了丰富的研究,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传统贸易。此外,虽然学者们对数字产品进

口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研究,但尚未有文献研究数字产品进口能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产能

利用率。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产生广泛影响,那么数字产品进口

究竟如何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 背后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 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从数

字产品进口视角开展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研究。本文的可能性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从数字产品进口贸易视角开展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研究,

能够更好地契合当下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趋势;二是深入剖析数字产品进口影响企业

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制,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创新以及缩短技术距离三方面提

供实证检验,为企业遵循三条路径提高产能利用率、有效化解产能过剩提供借鉴经验;三
是进一步细分数字产品进口种类,考察数字资本品进口与数字中间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

用率影响的差异,并探究数字资本品进口与数字中间品进口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随着技

术距离的变化呈现出什么样的动态变化。

1 理论机制及研究假设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搭载数字技术的数字

产品的进口如何影响一个国家企业产能利用率呢? 本文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

创新以及缩短技术距离三方面进行理论分析。

1.1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数字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属性,此类产品进口就意味着企业内部技术密集型要素数

量及种类的增加,进而对与之配套的劳动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会倒逼企业增加技

术型就业岗位,逐步淘汰低技能劳动力(于欢等,2022b);另一方面会使得一些低技能劳动

力为免于淘汰,主动学习新型知识技能,使得企业人力资本水平得以提高。管理是企业进

行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Bloom
 

et
 

al.,2010),高人力资本劳动力对企业组织形式与管理方

式的适应能力都较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有效改善企业管理效率,使得物质资本、人力

资本与技术进步实现良性互动,增强企业内部资源配置重组能力(Acemoglu
 

et
 

al.,

2018),有效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此外,伴随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员工工资上涨使

得员工与企业利益相关性增强,员工通过积极参加企业投资决策监督管理者行为,而且高

素质劳动力的集聚利于优质信息的交流与传播,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侯粲然等,2022),使得企业拥有较高的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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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促进企业创新

数字产品所蕴含的数字技术是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重要源泉。数字产品作为企业生

产中十分重要的要素投入(Branstetter
 

et
 

al.,2018),具有“低复制成本”等技术属性,意味

着企业完成产品的研发进入生产阶段后,每生产一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很低(Goldfarb
 

and
 

Tucker,2019),较低的研发成本使得企业具有更多用于产品研发的资金,从而支撑其

创新活动(刘佳琪和孙浦阳,2021)。这一属性也使得其技术溢出效果更为显著,企业通过

对包含国外先进技术与知识的数字产品进行学习、消化与吸收,有效提高企业自身创新水

平。一方面,具备高创新能力的企业通过研发节能减排技术,提高单位资源的利用效率,
进而从投入端与排放端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生产成本,有效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另一方

面,研发创新也会促使企业资源的重新配置,生产区别于其他企业的产品来有效满足市场

需求(李后建和张剑,2017),实现需求端与供给端的有效对接,进而化解产能过剩,提高企

业产能利用率。据此我们预测,数字产品进口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产能利用率。

1.3 缩短技术距离

相关研究也表明,技术距离在生产效率对企业生产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杨岚等,2023)。技术距离的扩大导致远离前沿技术的企业无法吸收前沿技术企业的先

进技术。而数字产品因其具有较高的技术属性,其“低复制成本”的特点也更易使远离前

沿技术的企业进行技术模仿,进而缩短技术差距。此外,数字产品进口带来的进口竞争效

应会倒逼企业努力吸收知识溢出,进而促进企业效率提高(Schumpeter,1942)。低效率企

业将面临更大的市场竞争,这也激励低效率企业为应对竞争而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因此进

口竞争有利于缩短企业间的技术距离(许和连等,2023)。技术差距是影响技术扩散的重

要因素。当企业与前沿技术企业差距过大时会抑制技术扩散(Haddad
 

and
 

Harrison,

1993)。因此,同行业内企业技术距离的缩短利于企业间技术扩散,提高行业整体生产率,
进而有效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和假设2。

假设1:
 

数字产品进口有利于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
假设2:

 

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创新以及缩短技术距离促进

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国有企业生产率、创新能力都低于非国有企业(唐跃军和左晶晶,

2014;杨汝岱,2015)。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所具有天然政企联系使其更易获得政府的税收

优惠等政策扶持,对于外界竞争压力的感知力较弱(韩国高等,2022),这不仅造成其较低

的生产率,也导致其缺乏主动创新动力。而非国有企业在面对高度的市场竞争压力下,会
通过积极改进生产效率、提高自身创新能力来保持自身竞争实力。考虑到这一问题,相较

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能够更加主动地利用先进数字产品来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此

外,行业特征是影响企业发挥数字产品进口红利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讲,资本密集型行业

具有智慧化、智能化以及自动化管理理念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高素质劳动力(于欢等,

2022b)。而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水平较弱,大多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对高技术的依赖

性较低。因此,相较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更具有发挥数字产品效益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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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基于此,文章提出假设3与假设4:
假设3:

 

相较于国有企业,数字产品进口对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果更为

显著。
假设4:

 

相较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数字产品进口对资本密集型行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效果更为显著。

2 数据及实证研究设计

2.1 计量模型设计

  为了探究数字产品进口能否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本文构建以企业产能利用

率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数字产品进口为核心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CUit=α0+β1Digit+λXit+μi+ϑt+εit (1)

其中,CU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i在t年的产能利用率;Digit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企

业i在t年的数字产品进口;Xit 表示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变量,主要包括企业规模

(Size)、企业年龄(Age)、资本密集度(Capital)、企业收益率(Profit)、企 业 融 资 约 束

(Loan)、企业负债率(Debt);μi、ϑt 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εit 表示随机

误差项。

2.2 变量测度

2.2.1 被解释变量:
 

企业产能利用率(CUi t)

  现有研究采取不同的方法对企业产能利用率进行测算,主要包括成本函数法、数据包

络分析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比值法和峰值法等。其中,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能够估

计出生产函数的前沿面,并将该前沿面视为企业的潜在潜在生产能力,然后将实际产出与

潜在生产能力的比值看作企业产能利用率,进而更好地达到测算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目的

(李雪松等,2017)。因此,本文将企业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企业资产以及员工人数作为

投入,构建随机前沿生产面,估计出企业的潜在生产能力,采用企业实际产出与潜在生产

能力的比值衡量产能利用率,测算公式如下:

CUit=Yit/Y*
it (2)

其中,Y 为企业的实际产出,采用工业总产值衡量。Y*为企业的潜在生产能力,使用随机

前沿模型估计得出。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产品进口(Digi t)

目前学术界关于数字产品的定义尚未得出一致结论。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2013)将数字产品定义为具有数字代码且以电子形式传输的产品。

Zhang
 

et
 

al.
 

(2023)将数字产品定义为可以使用二进制代码表示或通过网络比特流传输

的产品或服务。狭义数字产品为以数字形式交换或以互联网比特流传输的产品,而广义

的数字产品不仅包括狭义数字产品的范畴,还包括蕴含数字技术或以数字技术为基础,通
过网络传输或依赖某种物理载体而存在的产品。为保证研究的广泛性,本文基于广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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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产品的范畴进行指标测算。借鉴刘佳琪和孙浦阳(2021)的关键词识别法并从企业层面

测度数字产品进口指标。具体测算如下:首先,根据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WTO、IMF(20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出版的《数字贸易测算手册》以及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发布的2015—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将数字产品分为有形产品与无形

产品两类,并从中提取出26个属于广义数字产品范畴关键词①,我们根据海关数据库中的

产品中文名称,保留包含以上26个关键词的数据明细;其次,为从保留下来的数据中有效

识别数字产品数据明细,本文根据《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2022版)》中的子母注释,

对包含关键词但不属于数字产品范畴的数据进行剔除;最后,对企业的数字产品进口额进

行加总,并对其取对数用以衡量企业数字产品进口指标。

2.2.3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Size):采用企业固定资产的对数衡量企业规模。企业规模的扩大利于规模

效应的发挥,进而提升生产效率,对产能利用率提升产生促进作用。企业年龄(Age):采用

当年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的对数衡量。企业经营年限越久说明积累的管理经验越多,

并且通过积累稳定客源与扩展市场份额获得较高利润,拥有用于技术升级的资金,进而拥

有较高的产能利用率,因此我们预测企业年龄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资本密集度(Capital):采用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的对数衡量。企业资本密集度越高,说
明在劳动力投入给定的情况下,其资本存量越大,更易产生过度投资,进而降低企业产能

利用率(余淼杰等,2018)。企业收益率(Profit):采用利润总额占企业资产比重来衡量。

企业利润率越高意味着企业拥有更多的资金去改进设备,提高生产技术,进而提高生产效

率,因此我们预测企业收益率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融资约

束(Loan):使用企业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的比值进行衡量,该指标越大,说明企业面临的

融资约束越强,其过度投资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融资约束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具有促

进作用。企业负债率(Debt):使用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企业的高负债率意

味着企业难以出现过度投资,同时企业更有动力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我们预测企业负债率

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2.3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研究的样本主要来源于两个数据库,包括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我

们按照序贯匹配法将两个数据库进行匹配,时间跨度为2000—2014年。本文的指标主要基

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测算,将得到的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剔
除企业名称包含“进出口”“经贸”“贸易”“科贸”“外经”等中间贸易代理商企业;(2)剔除企业

名称缺失的样本;(3)剔除企业员工人数少于8人的样本;(4)剔除企业成立年份无效的样

本;(5)将所有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表1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① 26个关键词包括:智慧、软件、远程、电视、VCD、系统、装置、机器人、雷达、移动、智能、电子、机、自动生产线、
机器、数字、数码、自动、设备、人工智能、广播、数控、通信、计算机、数据、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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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CU 企业产能利用率 80718 12.5902 1.5572 9.453 16.8095

自变量 Dig 数字产品进口 80718 11.0050 3.0669 3.4657 18.1786

控制变量

Size 企业规模 80385 10.5626 10.5924 1.8780 5.9135

Age 企业年龄 79969 2.0287 0.7428 0 3.8712

Capital 资本密集度 73106 4.5561 1.4720 0.8523 8.5055

Profit 企业收益率 80704 0.0647 0.1180 -0.2620 0.5161

Loan 融资约束 78858 0.0283 0.0712 -0.0666 0.4807

Debt 企业负债率 80717 0.5101 0.2496 0.0376 1.2202

2.4 相关关系的初步探究

为了初步探究企业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关系,我们进一步绘制了企业

数字产品进口水平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散点图。考虑到本文使用的企业样本量较大,为
了更好地观察企业数字产品进口水平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关系,运用binscatter方法①绘

制散点图及拟合线。如图2所示,横轴表示企业数字产品进口水平,纵轴表示企业产能利

用率,可以看出,企业数字产品进口水平与企业产能利用率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初
步表明数字产品进口能够有效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当然,两者是否存在正相关

关系需要后续进行更加严谨的实证分析。

图2 企业数字产品进口水平与产能利用率散点图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础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2报告了本文的基础回归结果。第(1)列为未加入控制变量但控制企业固定效应

与时间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数字产品进口(Dig)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产品进口能

够显著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第(2)~(6)列为逐步加入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

① binscatter命令通过对解释变量以及被解释变量求组内均值来绘制散点图,这一方法能够在有效减少散点数

量的前提下保证散点分布与样本的总体分布相似,从而更好地展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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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数字产品进口(Dig)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1%
的显著性检验,由第(7)列可知,数字产品进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产能利用率将提高

约0.0152,由此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数字产品进口有利于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此外,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预期一致。

表2 基础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Dig
0.0337***

(0.0014)
0.0231***

(0.0011)
0.0239***

(0.0011)
0.0199***

(0.0011)
0.0166***

 

(0.0010)
0.0163***

(0.0010)
 

0.0152***

(0.0010)
 

Size
 0.4097**

 

(0.0079)
0.3925***

(0.0079)
0.6238***

 

(0.0095)
0.6079***

 

(0.0091)
 

0.6200***
 

(0.0091)
 

0.6094***

(0.0091)

Age
0.2318***

(0.0116)
0.1392***

(0.0115)
0.1215***

(0.0107)
0.1149***

 

(0.0107)
 

0.1256***
 

(0.0106)
 

Capital
-0.3141***

(0.0083)
-0.2932***

 

(0.0078)
-0.2932***

 

(0.0078)
-0.2880***

 

(0.0078)
 

Profit
1.4349***

(0.0316)
1.4659***

(0.0319)
1.6076***

 

(0.0337)
 

Loan
0.8622***

(0.0601)
0.6817***

(0.0597)

Debt
 0.4348***

(0.0214)

_cons
12.3688***

(0.0153)
8.0925***

(0.0843)
7.7958***

(0.0854)
7.0104***

 

(0.0824)
7.0623***

 

(0.0802)
6.9254***

 

(0.0801)
 

6.7798***
 

(0.0792)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67083 66772
 

66138 58848 58836 57434
  

57434
 

R2
 

0.9371 0.9517
 

0.9545
 

0.9612 0.9654
 

0.9662
 

0.9671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3.2 稳健性检验

3.2.1 替换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衡量指标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一步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研究》课题组(2015)的研究结

果,企业产能利用率主要与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相关,因此采用企业利息支出占固定资产

的比重作为企业总资产周转率重新衡量企业产能利用率。回归结果报告在表3第(1)列,
数字产品进口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基础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指标 控制其他产品进口的影响 控制其他固定效应 Tobit回归 更改样本期间

(1) (2) (3) (4) (5)

Dig
0.0060***

(0.0015)
0.0150***

(0.0010)
0.0151***

 

(0.0011)
0.0536***

(0.0009)
0.0140***

(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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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替换指标 控制其他产品进口的影响 控制其他固定效应 Tobit回归 更改样本期间

(1) (2) (3) (4) (5)

_cons
1.4388***

(0.1073)
7.8457***

(0.1592)
6.8604***

(0.0827)
3.6310***

(0.0222)
6.6515***

(0.108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地区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行业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地区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N 57424 56234 50989 70972 18252

R2 0.7985 0.9673 0.9684 0.9743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3.2.2 控制其他产品进口的影响

在数字产品进口的同时也存在着其他产品的大量进口,进而可能会造成回归结果有

偏。为识别出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净效应,我们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其

他产品进口变量(企业其他产品进口额的对数)重新进行回归,以控制其他产品进口的影

响。回归结果报告在表3第(2)列。我们发现,在控制其他产品进口的影响后,数字产品

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仍显著为正,证实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2.3 控制其他固定效应

前文基础回归已经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与企业固定效应,但当企业产能利用率在单

个企业内部波动较小,而在企业间波动较大时,仅考虑企业固定效应可能会造成估计结果

的偏差。为此,我们加入行业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行业 年份联合固定效应、地区年

份固定效应,以避免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行业时间趋势、地区时间趋势对回归结果的影

响。表3第(3)列报告了控制其他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数字产品进口的回归系数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结果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3.2.4 进行 Tobit 回归

本文测算的企业产能利用率主要分布在0和1之间,可能存在双边受限的情况,进而

导致OLS回归结果存在偏误。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进一步使用Tobit模型检验数字产

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估计结果报告在表3第(4)列,结果表明数字产品进口

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与基础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3.2.5 更改样本期间

考虑到2007年之后的数据相较之前的年份质量有所下降,可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

响,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我们使用2000—2007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报

告在表3第(5)列,结果表明数字产品进口显著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这一结果

与基础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表明基础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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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内生性分析

本文的内生性主要源于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双向因果关系。产能利用

率较高的企业往往能够为企业进口数字产品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进而提高该企业的数

字产品进口水平。为了有效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我们借鉴于欢等(2022b)的做法,选取

进口关税来构建工具变量。选取这一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数字产品进口往往与其进口

关税密切相关,然而一国的进口关税难以对企业产能利用率产生直接影响,因此符合工具

变量的外生性原则。具体地,工具变量的计算公式为:

τit=∑
p∈i

importvit-1

∑
p∈i
importvit-1

τpt (3)

其中,importvit-1 表示企业i在t-1期对数字产品p 的进口额;τpt 为t年产品p 的进口

关税税率①。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估计结果报告在表4。表4
第(1)列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工具变量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工具变量与内

生解释变量强相关。第(2)列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数字产品进口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

数字产品进口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同时,Kleibergen-Paap
 

rk
 

LM 的P
值在1%水平下强烈拒绝“不可识别”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值(71.361)远高

于临界值16.38,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进而保

证了2SLS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4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τ L.Dig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 (2) (3) (4)

Dig
 0.0838***

 

(0.0283)
 

0.1360***
 

(0.0204)

τ
 0.0112***

(0.0015)

L.Dig
0.1088***

(0.0119)

第一阶段F 值
 

52.82 83.63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61.360

(0.0000)
 

76.508
(0.0000)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71.361
[

 

16.38]
250.750
[16.3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33066 33066 22453 22453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① 数据来源于 WTO的Tra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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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进一步采用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产品进口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

段最小二乘估计,采用这一指标的原因在于当期的企业产能利用率难以影响上一期企业

的数字产品进口,符合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原则。表4第(3)、(4)列分别报告了第一阶段与

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L.Dig与内生解释变量具有较

强的相关性;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

进作用。同时,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值与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值也证实了

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检验结果再次表明数字产品进口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

4 机制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4.1 机制检验

  基础回归结果已经证实数字产品进口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那么数

字产品进口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呢? 这一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我们认为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提升人力资本

水平、促进企业创新以及缩短技术距离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此部分将对这三条潜在的影

响机制进行检验。

4.1.1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本文利用企业人均工资的对数衡量企业人力资本水平。首先,以企业人力资本为因

变量,以数字产品进口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在此基础上,为缓解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人力

资本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前文构建的关税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估
计结果报告在表5第(1)、(2)列。结果表明,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具

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因此,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提

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的渠道机制得以验证。

表5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促进企业创新 缩短技术距离

(1) (2) (3) (4) (5) (6)

Dig
0.0117***

(0.0016)
 

0.0709*
 

(0.0414)
0.0007**

 

(0.0003)
 

0.0189*

(0.0110)
  

-0.0014***

(0.0001)
-0.0083***

 

(0.0029)

第一阶段F 值
 

49.10 62.96 52.82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57.477
(0.0000)

71.238
(0.0000)

61.360
(0.0000)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74.325
[

 

16.38]
 

62.962
[

 

16.38]
 

71.361
[

 

16.38]

_cons
 4.0724***

(0.1009)
-0.1125***

(0.0155)
  

0.5248***

(0.0079)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47274
 

27870 57408
 

31834 57434 33066

R2
 

0.8340 0.6463 0.887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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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促进企业创新

此处利用企业发明专利占专利申请总量的比重衡量企业创新能力。以企业创新能力

为因变量、数字产品进口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在此基础上,为缓解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创

新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实证检验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创新

能力的影响。估计结果报告在表5第(3)、(4)列,结果表明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创新能

力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数字产品进口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企业产

能利用率。

4.1.3 缩短技术距离

我们借鉴已有研究,将企业生产率与企业所在行业最大生产率的比值定义为技术距

离,并用1减去上述比值将其转化成正向指标。具体测算公式为:Tech_Dit=1-tfpit/

tfp*it,其中,Tech_Dit 表示i企业在t年的技术距离,tfpit 表示i企业在t年的技术水平,

tfp*it 表示i企业在t年所在行业的最大技术水平。Tech_Dit 指标越大,说明技术差距越

大。我们以技术距离为因变量、以数字产品进口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并加入工具变量进行

二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报告在表5第(5)、(6)列。结果

表明数字产品进口显著缩短了企业间的技术距离。因此,数字产品进口通过缩短企业间

技术距离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渠道机制得到验证。

以上机制检验结果证实了本文的假设2,即数字产品进口能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

平、促进企业创新以及缩短技术距离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

4.2 异质性分析

4.2.1 企业性质异质性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可能会因企业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为了考

察数字产品进口是 否 因 企 业 性 质 不 同 而 对 产 能 利 用 率 产 生 差 异 性 影 响,我 们 借 鉴

Guariglia
 

et
 

al.(2011)的做法,按照各类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与

非国有企业。本文构建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性质虚拟变量(type)的交叉项(Dig×type),

将其纳入基准回归模型中进行回归。若企业为非国有企业,则type取值为1,反之,则取

值为0。

表6第(1)列报告了企业性质异质性检验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

性质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数字产品进口变量也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产品

进口对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促进

作用,假设3得到验证。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中国长时间存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

式,加之政府追求短期绩效导致的过度投资使得国有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曹春方等,2014),同时,国有企业在资金、政策等方面具有优势,这使其在市场中的生存

压力较小,提高生产效率以及创新能力的动机较弱。反观非国有企业,市场生存压力较

大,为保持自身竞争实力免于市场淘汰,更具有提高生产效率、创新能力以及扩展市场范

围的动机,因而能够积极有效地发挥数字产品进口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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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企业性质 行业特征

Dig
0.0123***

(0.0014)
0.0121***

(0.0017)

Dig×type
0.0048***

(0.0015)

Dig×industry
0.0041**

(0.0020)

_cons
6.8258***

(0.0799)
6.8218***

(0.0829)

控制变量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N 56971 51058

R2 0.9670 0.9673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4.2.2 行业特征异质性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可能受到行业特征不同而产生异质性效应。

为了考察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是否具有行业差异,我们借鉴于欢等

(2022b)的做法将行业划分为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两类。若企业所在行业为劳动密

集型行业,则取值为0;若企业所处行业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则取值为1。我们在基准模型

中加入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行业特征虚拟变量(industry)的交叉项(Dig×industry)进行

回归。
检验结果报告在表6第(2)列,结果显示数字产品进口与行业特征虚拟变量的交叉项

显著为正,同时数字产品进口显著为正。这说明数字产品进口对资本密集型行业产能利

用率的提升作用要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4。正如理论分析中

所说,资本密集型行业对技术的依赖程度要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且其智慧化、智能化的

行业特征也更有利于发挥数字产品的效用,进而数字产品进口对资本密集型行业产能利

用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5 进一步分析

数字产品进口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那么数字资本品进口与数字中

间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 技术距离在其中又扮演何种角色?

5.1 数字产品分类

为探究数字资本品进口与数字中间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影响是否具有差

异,本文根据联合国统计局的BEC-HS对照表,按照BEC分类标准将数字产品分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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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品(Dig_f)与数字中间品(Dig_i)。分别以数字资本品进口与数字中间品进口为核心

解释变量,以企业产能利用率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企业融资

约束(Loan)、企业开放度(Open)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报告在表7。加入控制变

量前后数字资本品进口与数字中间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皆显著为正,这说明

两类产品进口都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但是从影响系数来看,数字资本

品进口系数(0.0082)远小于数字中间品进口系数(0.0176),这说明总体来看数字中间品

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数字资本品进口。原因可能是,数字中间

品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更为直接。具体来说,蕴含数字技术的高质量中间品能

够直接运用到生产环节中去,进而有效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此外,更高质量的中间品投入

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浪费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付建栋和刘军,

2023)。

表7 数字产品分类检验结果

变量
数字资本品Dig_f 数字中间品Dig_i

(1) (2) (4) (5)

Dig
 0.0240***

(0.0015)
 

0.0082***

(0.0011)
 

0.0328***

(0.0021)
0.0176***

(0.0016)

_cons
 12.6752***

(0.0167)
6.8136***

(0.0964)
12.6161***

(0.0230)
 

6.8970***

(0.1290)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48056
 

40754 26411
 

21865
 

R2
 

0.9413 0.9702
 

0.9397 0.9677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5.2 技术距离视角

我们证实数字资本品进口与数字中间品进口都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

高。目前学者将技术距离视为影响企业吸收知识溢出的重要因素,那么技术距离在数字

资本品进口与数字中间品进口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的过程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呢? 本

文将对此进行探究。
为考察技术距离在数字资本品进口与数字中间品进口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过程

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将样本内技术距离按照20%分位数、40%分位数、60%分位数、80%分

位数划分为5个区间,分别考察不同区间下数字资本品进口与数字中间品进口对企业产

能利用率提升的差异,同时观察随着技术距离的扩大,数字资本品进口与数字中间品进口

对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影响的变化。
在不同区间下,我们分别以数字资本品进口与数字中间品进口为自变量,以企业产能

利用率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报告在表8。结果表明,数字中间品进口对企业产能

利用率的系数始终大于数字资本品进口,这进一步验证了数字中间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



第2期 孙振亚 姚树洁:
 

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产能利用率 73   

用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随着技术距离的扩大,数字资本品进口与数字中间品进

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的促进作用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即当技术距离较小或较

大时,数字资本品进口与数字中间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大。这是

因为当技术距离较小时,数字产品的知识溢出更为直接,对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的促进作

用也更大。而当技术距离较大时,企业能够获知更多差异化知识,增加更多先进的技术要

素,推动生产效率提高。

表8 技术距离视角检验结果

变量
数字资本品进口

(1) (2) (3) (4) (5)

Dig_f
0.0063***

(0.0021)
  

0.0052***

(0.0016)
 

0.0037**
 

 

(0.0016)
  

0.0050***
 

(0.0016)
 

0.0083***
 

(0.0017)
 

_cons
 8.9858***

(0.1861)
  

7.5116***

(0.1322)
 

6.6489***
 

(0.1330)
 

5.8878***
  

(0.1060)
 

6.7294***
  

(0.1287)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7421
  

6347
 

5395
  

5242
  

5896
 

R2 0.9779
 

0.9891
 

0.9906 0.9902
 

0.9866

变量
数字中间品进口

(1) (2) (3) (4) (5)

Dig_i
 0.0127***

(0.0035)
 

0.0101***

(0.0023)
0.0.0052**

(0.0020)
 

0.0057***
 

(0.0020)
 

0.0115***

(0.0025)
 

_cons
 9.1409***

(0.2588)
 

7.3268***

(0.2233)
6.7867***

(0.1559)
 

6.2816***
  

(0.1525)
 

4.9808***

(0.1537)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3457 3103
  

2948
  

3023
  

4833

R2 0.9788
 

0.9888
 

0.9913
 

0.9894
 

0.9757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6 结论与建议

如何充分发挥数字产品进口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

容。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对数字产品进口如何影响企

业产能利用率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数字产品进口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产能利

用率的提高,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产品进

口通过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创新以及缩短技术距离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
企业性质与行业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产品进口对非国有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

产能利用率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资本品进口,数字中间品

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更大。随着技术距离的扩大,数字资本品进口与数字

中间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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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首先,数字产品进口是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因此企业应进一步加大数字

产品进口规模,但应注重差异化的数字产品进口,从而获取国际上更先进、更多样化的数

字技术。在此基础上,企业要加大资金与高素质人才投入,为数字技术的引进奠定基础,
加快数字产品的逆向破解,通过吸收其中蕴含的数字技术,有效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以及创

新能力,促进产能利用率的提高,贡献企业力量,更好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创新以及缩短技术距离是数字产品进口提高

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据此,企业应在加大高素质人才引进、增强员工培训力度、
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同时提高自身创新水平,加大研发力度,使企业具备吸收数字技术的

能力。此外,技术距离是影响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因此远离前沿技术的企业应加速追赶

技术前沿,缩短技术距离,为吸收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技术扩散奠定基础。
最后,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数字中间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要

大于数字资本品进口,而技术距离在数字资本品进口与数字中间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

率提高的影响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当技术距离较小或较大时,数字资本品进口与数字中

间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更大。这给企业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创
新是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只有企业具备一定的研发实力,才能充分利用外部资源,进
而实现自身发展,因此,企业应重视创新研发实力的培养,使企业紧随时代前沿技术。此

外,先进数字产品进口尤为重要,因此企业应积极主动的吸取数字产品中蕴含的更多差异

化、更先进的技术要素,充分利用前沿技术带来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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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the
 

firm
 

capacity
 

utilization
 

is
 

the
 

realistic
 

need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matching
 

data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firm
 

database
 

and
 

China
 

Customs,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product
 

imports
 

on
 

enterprise
 

capacity
 

utilization
 

and
 

function
 

mechanism.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products
 

impor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firm
 

capacity
 

utilization,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significant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mechanism
 

test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products
 

import
 

improve
 

firm
 

capacity
 

utilization
 

through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effects,
 

innovative
 

effects,
 

and
 

export
 

expansion
 

effects.
 

The
 

heterogeneity
 

test
 

finds
 

that
 

digital
 

products
 

import
 

have
 

a
 

greater
 

promotion
 

effect
 

o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intermediate
 

products
 

import
 

to
 

firm
 

capacity
 

utilization
 

is
 

greater
 

than
 

digital
 

capital
 

import.
 

With
 

the
 

expansion
 

of
 

technological
 

distance,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digital
 

capital
 

goods
 

imports
 

and
 

digital
 

intermediate
 

goods
 

imports
 

on
 

the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of
 

enterprises
 

shows
 

a
 

trend
 

of
 

decreasing
 

at
 

first
 

and
 

then
 

increasing.
 

The
 

results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improve
 

firm
 

capacity
 

utilization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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